


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之命运

———“五反”运动前后上海的劳资关系变动



霍新宾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复杂严峻的社会经济困境，以及工人、资本家迥异的政治经济地位，上海劳资关系呈现

紧张态势。因而，如何创构“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便为“五反”前上海当局整合社会经济秩序的

重心所在。然而，“五反”运动的发生不仅使中共政权成功实现对上海工人的政治与阶级动员，造成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格

局由资方至劳方的权势转移，也带来了劳资关系的恶化与失衡。尽管“五反”后上海当局对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进行调整

与重构，但却因劳方的强势地位与经济主义理念的固化而收效甚微。从“五反”前后上海劳资关系变动的曲折事实中，亦可

知工人、资本家与中共政权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期利益博弈的诸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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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研究可谓一片繁荣，但在劳资关系领域仍显薄弱: 综观

既有相关成果多侧重于中国共产党劳资政策及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人劳资思想的考察，①

而对劳资关系演变与社会背景的互动则甚少注目。鉴于此，本文拟将“五反”运动前后上海的劳资

关系变动纳入分析视野，②借以审视由新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转型期工人、资本家与中共政权利益

博弈的复杂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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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些相关成果主要有吕舟洋:《建国初期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及其实践》，《天府新论》1988 年第 3 期; 冯

巍:《新中国成立前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关系问题初探》，《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89 年第 4 期; 高爱娣:《建国初期刘少奇对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的重要贡献》，《工会理论与实践》1998 年第 6 期; 陆象贤:《李立三对建国

初期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的理论贡献》，《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90 年第 2 期; 王强:《毛泽东“劳资两利”思想新论》，《江西社

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及《建国初期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 赵入坤:《过渡时期劳动

关系的国家调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 李彩华、苏少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劳资关系的调整与经验教训》，

《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及李彩华:《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劳资政策与劳资关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年

版; 李方祥:《“五反”运动后国家对劳资关系调整的经济史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等等。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成果如何永红:《“五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2—143、195—199 页; 张徐

乐:《上海私营金融业研究( 1949—1952)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1—269 页; 杨奎松:《1952 年上海“五反”运动始

末》，《社会科学》2006 年第 4 期; 张忠民:《“五反”运动与私营企业治理结构之变动———以上海私营工商企业为中心》，《社

会科学》2012 年第 3 期，等等。综观这些成果在探讨“五反”的过程、策略及影响时，也或多或少论及上海劳资问题，虽多有

创见，但囿于选题并未见有系统的专题研究。另，霍新宾的《劳资关系与社会转型———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的劳资关系变

动》( 《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9 期) 虽对“五反”前后上海的劳资关系有所涉猎，但限于篇幅与资料，亦未能深入探讨。显

然，以劳资关系为视角有助于“五反”运动研究趋向深入。



一 “五反”前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之创构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后，其劳资关系即呈紧张态势。① 这与上海解放初期复杂严峻的社
会经济困境，以及工人、资本家迥异的政治经济地位密不可分。

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长期掠夺及战争的破坏，解放前夕上海工商业就已陷困境，

“各门售店门可罗雀，生意寥落，几家大百货公司尤感困难”，②各工厂亦因“资金枯竭，罗掘俱穷，实

已至无可奈何之境地”。③ 至解放，奄奄一息的上海社会经济更显窘迫。尽管此前毛泽东在中共七

届二中全会上承诺:“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

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④但对于中共经济上的团结和利用，上海资本家似更看重

政治上阶级前途的得失。因为在其看来，消灭资产阶级是中共实现社会主义的既定目标，是迟早的

事，那么阶级前途的“黯淡”就不免使其惶恐不安，生产经营自然是消极观望裹足不前。尤其 6 月
24 日美国支持蒋介石武装封锁上海港口后，市场与原料来源受阻，加上政府紧缩通货，停止收购与

贷款，这对资本家的复工生产无异于雪上加霜，其经营生产的信心遂降至冰点，停工关厂解雇的浪

潮便接踵而来，且呈不断蔓延之势。丝织业停业的有 100 余厂，占该业总数的 1 /3，绸缎印花、地毯、
军装、长毛绒、拉绒、纸盒等业则全部停工，手帕、玻璃、驼绒、手工棉织、整理染织、制镜等业约 75%
的厂停工，甚或资力雄厚的橡胶、棉纺、复制、电工器材等业停工的也有 50%。⑤

然而，更糟糕的社会经济形势还在后头。1950 年 2 月 6 日，国民党空军集中轰炸杨树浦、闸北

等电厂，致上海电力设施基本瘫痪。加之此时全国实现财经统一后，物价平稳，投机减少，社会虚假

购买力消失，私营企业又负有 1949 年所得税汇总清缴任务。于是，“( 上海) 私营工商业的缺点就全

部暴露，长期隐藏的痼疾和停电一并齐发，以致遭到空前未有的严重困难”。⑥ 据统计，3 月份上海

百货营业额同 1 月份相比，大商号减少了一半，中小商号减少 90%。⑦ 上海私营工商业的生计艰难

由此可窥一斑。际此空前困境，上海资本家对生产经营更加消极，“到了山穷水尽于是停业，关门逃

跑，自杀的悲剧便一幕一幕表演出来”。⑧ 据市工商局统计，3—5 月份申请停业的工厂商店有 6 444
家，⑨资方逃跑的有 155 人，甚至还有自杀的，如中华化学染料厂沈伯铭、永庆钱庄林锦舒、鸿运楼振

记菜馆葵鹤云等皆自杀身亡。瑏瑠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家的上述行为，直接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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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之时期，共有私营工商业 12 万余户，产业工人、店员和手工业工人约 103 万人，其中大部分( 约

80 万人) 受雇于私营企业，属劳资关系范畴。参见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私营企业部:《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群众工作资料汇

编》( 1958 年 8 月) 上册，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1—228，第 1 页，本文征引档案凡注明卷宗号者，皆为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私营企业部:《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群众工作资料汇编》( 1958 年 8 月) 上册，上海市总工会

档案，C1—1—228，第 23—24 页。
《工业会电政府当局请速解决发薪困难》，上海《大公报》1949 年 5 月 12 日，第 4 版。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1949 年 3 月 5 日)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1 页。
参阅《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工商处关于 1949 年 6、7 两月的工作总结及 8、9 两月的工作计划》( 1949 年 8

月)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2—54 页。
参阅《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 1950 年工作总结》( 1951 年 1 月)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97 页;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私营企业部:《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群众工作资料汇编》( 1958 年 8
月) 上册，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1—228，第 89 页; 丁忱:《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新群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74—75 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4 页。
许涤新:《关于上海市工商业情况的报告》( 1950 年 5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 工业卷) ，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79 页。
这是笔者依据《许涤新关于调整公私关系与上海工商业情况的报告》( 1950 年 10 月 18 日) 所提供的数字整理而

得，参见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78 页。
许涤新:《关于上海市工商业情况的报告》( 1950 年 5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 工业卷) ，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79—380 页。



一波估计，至 4 月下旬，上海失业工人在 20 万以上，①而这些失业工人“已连续发生因生活无出路而

自杀的现象”。②

当然，针对资本家停业和逃跑所带来的失业危机与生活困顿，此时刚获翻身居于政治领导地位

而急盼改善待遇的上海工人亦“难免有过火行动的发生”，③从而“加剧了劳资关系紧张局面”。④ 这

尤以劳方包围资方最为典型。如金融业仅 4 月份就有 11 家银行发生职工包围资方事件，至于资方

被“盯稍、监视更为普遍”。⑤ 崇信纱厂、新光内衣厂、新新百货公司亦发生类似职工包围事例。⑥ 包

围而外，劳方还以强迫威胁、疲劳谈判、干涉行政等过激手段来逼使资本家就范。如理发工人将资

方拖到工会关厕所套蒲包，并向其脸上涂尿; 源通染织厂工人用绳子套住资方的颈项，强迫签字加

薪; 金融业职工将经理囚禁行中疲劳协商，“或到董监家中去聚吃”; ⑦信孚布店职工因生意清淡越权

把持店务，不准资方透支分文，俨然以“店里的资本主”自居。⑧ 另据市劳动局统计，1950 年 1 月至 4
月，上海发生包围、怠工、殴打、强迫威胁、破坏机器原料等特殊争议事件 218 件，而 4 月 17 日至 30
日 14 天内即有 54 件，“为解放以来最尖锐、最紧张的时期”。⑨ 显然，“这种紧张混乱的劳资关系和

僵持不下的劳资争议是不利于团结资本家共同克服困难，维持生产，也影响社会秩序不安”。瑏瑠 因

而，如何动员工人团结资本家恢复生产，创构“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瑏瑡便

为此时上海当局整合社会经济秩序的重心所在，这主要以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推行最为要务。
1950 年 4 月 30 日，上海市军管会颁行《上海市私营企业劳资协商会议组织通则》，明确规定劳

资协商会议是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的机关，由双方选派等额代表组成，且有定期的会议制度，每月至

少开会两次。瑏瑢 究其旨趣就是根据劳资两利和民主原则，用协商方法解决维持生产、改进业务和职

工待遇等各项具体问题。瑏瑣 随后，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即在全市私营企业中普遍推行。该制度的推

行，不但打开了过去劳资互不信任的僵局，使曾在 3、4 月间一度紧张的劳资关系得以缓和改善，而

且为劳资团结克服困难提供契机。
在政府与工会的动员下，许多厂店工人主动以减薪、减食、节约、疏散、延长工时、轮班工作、精

简机构甚至接受解雇等行动，争取和团结资方维持生产，“这样的创例，已经很多”。瑏瑤 如衣着、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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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50 年 3 月，为解决日益紧张的劳资问题，中央政府劳动部长李立三在全国劳动局长会议上曾指出:“在私营

企业中应建立民主的、平等的、两利的、契约的、新的劳资关系”，“新关系的具体表现，一为签订集体合同、劳动契约及集体

协议，一为设立劳资协商会议”。参见《全国各大城市劳资协商会议发展概况》，《中国工人》1950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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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劳动局关于设立劳资协商会议几个问题的说明》，上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档案，B128—1—8，第 17 页。
参阅潘汉年:《上海市工作报告》，《解放日报》1950 年 8 月 12 日，第 4 版; 林里:《五个月来劳资争议和劳资协商的

基本情况及今后应注意的问题》，《解放日报》1950 年 10 月 15 日，第 1 版。



酒菜、金融、五金、中药、新药、烟皂烛箔、山海土产、钟表、眼镜、进出口和照相等业，就是在劳资协议

的基础上，采用减薪节约、疏散职工和增资的方法克服困难的。① 同样实效还可从劳资协商会议成

立后许多企业的增产来说明。如一中棉织厂因劳资协商后组织生产竞赛，增产了 30%。② 而茂兴钢

铁厂资方也颇有体会: “现在工人能生产出这么多产量，是我解放前梦想不到的，这是解放的功

劳。”③

由于工人积极生产，上海资本家亦大受鼓舞，如卷烟、丝织、橡胶等行业就有不少逃跑的资方主

动返回而与工人协商生产。④ 也正是在劳资协商机制的催化下，有不少厂店不仅能保本自给，而且

渐有盈余，确实做到了“克服困难，维持生产”。⑤ 据市劳动局 8 月底对上海棉纺、染织、机器、金融等
17 个行业 46 个厂店协商会议的调查，这些协商会议建立以来共开会 320 次，协商提案 279 件，经协

商成立协议的有 163 件，其中涉及工资、工时、生活待遇及其他福利设施的 55 件，占该项提案总数

的 68. 75% ; 有关劳资共同维持生产克服困难的 32 件，占该项提案总数的 66. 66%。而协商不成由

行业协商会议协助解决或申请劳动局裁决的仅 11 件。这些数字可证明“劳资协商会议是能改善劳

资关系，且是改进生产、调整劳资关系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⑥它此时已被“一般劳资双方作为克服

困难、维持生产的有效办法和建立新的劳资关系的基本方式”。⑦

在推行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同时，上海当局还动员工人、资本家“通过平等、民主、两利的劳资

协商”订立劳动契约，以稳固新民主义劳资关系的建立。据不完全统计，自 1950 年 6 月至 1951 年 8
月，上海劳资双方共协商订立有关生产、奖惩、服务、雇用、劳保福利等劳动契约 6 783 件，涉及
929 059人。这些契约的推行对改进劳资关系与生产经营是显而易见的: 如丝织、棉纺、造纸、三轮

车等业劳资关系皆因契约的订立“逐渐走向正常”，而企业生产任务亦因劳资集体合同的签订而多

能如期甚至超额完成。如协昌缝纫机厂自 1950 年 5 月订立生产合同后，产量至 1951 年 5 月已超原

额两倍以上。大中工业社亦因订立生产合同产量提高 24%。而橡胶、皮革、搪瓷、钢精等业资方在

接受支前任务后，即与劳方签订生产合同，一般都能保质按期交货。同时，通过签订劳动契约不少

企业还建立了新的生产管理制度。如钢铁、印染、五金等业建立了生产奖励制度，机器、彩印两业革

新了不合理的学徒制度。⑧

很明显，通过推行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和劳动契约，不仅使上海“各业劳资关系已日趋正常”，⑨而

且为私营企业管理民主化创造机遇。如劳资协商会议组织通则规定工人可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等重

大问题的协商，其实就是在法律形式上确认了劳方的企业民主管理权，如在大厂中普遍实行生产计

划、生产原始记录、原料耗用记录等基本制度，开启了上海职工监督资本家执行政府生产计划的先

河。瑏瑠 至此，以资方为主导、劳方参与监督和管理、劳资协商为内在机制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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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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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改进中的上海劳资关系的四种情况》，《上海工商》1950 年第 20 期。
私营企业部:《劳资协商会议报告》( 1950 年 7 月 27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525，第 88—97 页。
上海市劳动局第三处调查研究室编印《上海市劳资协商会议检查报告》，1951 年版，第 12 页。
详情可见《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三届代表会议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央与华东局的报告》( 1950 年 6

月)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74 页; 私营企业部:《劳资协商会议报

告》( 1950 年 7 月 27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525，第 88—97 页; 《普建劳资协商会议前后的上海劳资关系》( 1950
年 5 月 29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525，第 4—6 页。

潘汉年:《上海市工作报告》，《解放日报》1950 年 8 月 12 日，第 4 版。
参阅《四百余厂店通过协商组织劳资关系逐步改善》，《解放日报》1950 年 9 月 8 日，第 2 版; 林里:《五个月来劳资

争议和劳资协商的基本情况及今后应注意的问题》，《解放日报》1950 年 10 月 15 日，第 1 版;《马纯古关于目前上海劳资关

系的报告》( 1950 年 10 月 18 日) ，载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83 页。
《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关于设立劳资协商会议几个问题的说明》，《解放日报》1950 年 7 月 6 日，第 4 版。
解放日报:《一年来上海的劳动契约工作》( 1951 年 10 月 1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 劳动工资和职工福利卷) ，第 84 页。
解放日报:《一年来上海的劳动契约工作》( 1951 年 10 月 1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 劳动工资和职工福利卷) ，第 83 页。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群众工作资料汇编》( 1958 年 8 月) 上册，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1—228，第 138、166 页。



上海形成。可是，“五反”运动的发生却使之发生着新的变动。

二 “五反”时期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恶化与失衡

1952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

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
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的指示。① 随后，以工人、店员和职员为统一战线主体的

“五反”运动陆续在各城市展开，而拥有当时全国最大数量劳资阵营的上海自然也概莫能外。
为保证“五反”顺利开展，2 月 3 日，上海市军管会和市政府颁布四项规定: ( 1) 运动期内，各私

营商店、企业的经理及其他主要负责者，一律不准请假离开企业; ( 2) 任何行业运动期间不准歇业解

雇，不准不发或少发工资与年奖，不准不开伙食，不准威胁、打骂、利诱店员、职员和工人; ( 3) 凡运动

期内私自宣布歇业或变相歇业、解雇或变相解雇者，一律无效; ( 4) 运动期间，任何人不得阻挠和威

胁店员、职员、工人参加工会会议; 只要店员、职员、工人积极检举不法资本家的非法行为，政府保证

已归店员、职员、工人的利益，一律仍归自己所有，不作任何追究与处分。② 这些带有“袒劳抑资”意

蕴的措施一经推行，上海“五反”过激态势即已显现，尤至 2 月中下旬，过激态势骤然升级，被毛泽东

派往上海负责指导“五反”的中央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不无讳言:“火力极为猛烈，逮捕

了 200 多人，报刊宣传仍在升温，空气很紧张，发生资本家自杀事件 48 起，死了 34 人。”③

鉴于“五反”中劳资关系的紧张态势，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的“上

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的指示，决定将“五反”延至 3 月 20 日后再发动。④ 然而，在

此后 20 余日的过渡期，上海紧张的劳资关系并未因“五反”的推延而得到缓和。据市劳动局初步统

计，自 2 月 25 日至 3 月 18 日共受理因资方停工、停薪、停伙所致的“三停”争议 1 099 件，涉及

41 953人，且在争议协商调解时，资本家普遍强调困难，表示没有办法，甚至流露出不惜吃官司的顽

抗姿态。如义康染织厂资方向工人说:“我只一个人，你们有四十余人，大家拼下去好了。我准备到

提篮桥监狱去，牙膏、牙刷、衣服等都已经装好了。”坚固文具厂资方亦言:“吃官司倒也蛮好，放出来

就可以过社会主义生活了”，“像我这样老板政府要关，那么要关的人太多了”。也有很大一部分资

本家向工会、政府具结保证不施“三停”，可是一回到厂里就不执行，如永乐染织厂资方先后具结达

七八次之多，但每次均自食其言。⑤ 资本家违反前述四项规定禁令，以“三停”方式抵制“五反”的行

为，自然激起工人的愤慨，他们在与资方发生争议时多持激烈的阶级斗争姿态。如有些工人以包

围、饿饭、反绑、脱衣帽及车轮战等过激手段，来达到发工资、开伙食等目的，甚至还有的为互争资方

协商而大打出手，如亚浦耳灯泡厂与晶丰玻璃厂的工人就因抢夺资方胡西园等而发生互殴。⑥ 由是

观之，“五反”前形成的以劳资协商为主题特征的资方主导型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格局的转向似是

不可避免的了。其后，上海新一轮“五反”则为我们深入考察这种转向提供了绝好素材。
3 月 25 日，上海“五反”正式重启。为杜绝过激行为再度发生，陈毅市长在动员报告中特别强

调“一切检查队应遵守规定的检查纪律，不得假公济私，不准侵犯工商户的合法权益”。同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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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 1952 年 1 月 26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第 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3 页。
《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保障“三反”和“五反”运动彻底胜利的四项规定》( 1952 年 2 月 3 日) ，中共

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123—124 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170 页。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 1952 年 2 月 22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

毛泽东文稿》第 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8 页。
《关于停薪、停工、停伙劳资争议的初步报告》( 1952 年 3 月 19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753。
详情可见《关于停薪、停工、停伙劳资争议的初步报告》( 1952 年 3 月 19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753;

《“五反”运动情况( 33) 》( 1952 年 3 月 11 日)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B182—1—373，第 85 页。



市委和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更颁发了严密控制“五反”的纪律规定，“各级工会未经市增产节约委员

会批准，不得擅自发动工人店员进行检查。任何机关团体未经正式批准与具备合法手续，不得在本

市擅自逮捕、拘留、传讯人犯，不得擅自冻结扣押资财，不得擅自查封、没收产业”。① 在强化统一领

导的同时，上海当局还刻意激发工人的阶级意识以便更好推动“五反”稳步前进。其激发的策略主

要有如下方面:

首先，开展诉苦运动。诉苦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动员方式，因其具有直接、速效和感染等特性，一

直为中共进行阶级动员的传统法宝。而上海“五反”即是“从诉苦运动着手”来“以苦引苦，教育群

众，提高阶级觉悟”的。② 这以召开“诉苦会”、“控诉会”最为典型。据估计，全市有 50 余万职工参

加了诉苦运动。在诉苦中，工人们以亲身痛苦遭遇踊跃清算资本家的“发家史”与“罪恶”。③ 这种
“血泪的控诉”自然很容易“唤起”工人们的同情与共鸣，从而极大激发其“阶级仇恨”，从思想上划

清与资本家的阶级界限。④ 正是在诉苦的基础上，上海工人的阶级意识急剧增强，他们纷纷起来检

举资本家的“五毒”行径。对此，薄一波深有感触:

“五反”斗争必须从诉苦运动入手。这在开始时我们估计不足，但一进入战斗，就成为一个

不可逾越的和不可遏止的斗争。有些工厂商店的工人、店员在诉苦中，大声痛哭，检查队女同

志也跟着流泪，群情愤激，和日本投降后农民诉苦复仇运动的情形有些相像。经过诉苦后，一

个工厂一个商店的统一战线即可形成，即可迅即转入“五反”。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不难解

决。⑤

其次，策动高级职员归队。相对于普通工人而言，高级职员由于长期受到资本家的信任及在生

活待遇上的特殊照顾，与资方的关系较为密切。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一般均有亲信的高级职员参

与。因而，在上海当局看来，尽管这些人被工人讥讽为“老板的走狗”，但却是“五反”的“突破重点

与取胜关键”。不过，令其棘手的是，这些高级职员在“五反”之初因“受资方威胁利诱，往往订有攻

守同盟”。⑥ 为了争取这把“打开资产阶级‘五毒’秘密的钥匙”早日归队，上海当局通过举办大量学

习班、座谈会及代表会议的形式，对高级职员进行了细微的团结教育工作。其具体措施为: ( 1) 说服

工人扭转以高级职员为斗争对象，使其明确“工人职员是一家”的道理，驳斥所谓“高级职员是资

方”的流行说法。( 2) 在群众已发动的基础上，适当批评他们，以平职工之愤，并打破其幻想，指陈

其利害，要他们洗脸擦黑。( 3 ) 讲明政策，只要高级职员彻底坦白检举，即可不退钱财不追责任。
( 4) 通过诉苦启发高级职员积极检举资方，要他们站稳立场归队。( 5 ) 高级职员归队后应热情对

待，在斗争中大胆使用他们。⑦ 经此动员后，高级职员纷纷归队，仅其中 3 000 多人检举资方的不法

材料就有 1 万余件。⑧ 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亦随之水落石出，“当高级职员拿出假账刚向他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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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可见《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群众工作资料汇编》( 1958 年 8 月) 上册，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1—228，第

181—182 页。
《上海解放后工会工作情况》( 1956 年)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1867，第 5 页。
《上海“五反”斗争的策略和部署》( 1952 年 3 月、4 月)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薄一波文选( 1937—1992) 》，

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3 页。
《上海市委关于“五反”第一战役经验总结报告》( 1952 年 4 月 2 日)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

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 综合卷) ，第 493 页。
参阅《上海市委关于“五反”第一战役经验总结报告》( 1952 年 4 月 2 日)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

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 综合卷) ，第 492—493 页;《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群众工作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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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资本家就军心涣散，发觉自己已处于完全孤立地位，只有规规矩矩地全部彻底交代才有生路

了”。①

再次，维持生产保障工人生活。这是“五反”畅行的首要前提。为此，上海市委明令“五反”必

须结合生产，并创造了不少经验。如检查队一进厂店，即令资方指定主持日常业务的专人; 即使对

正接受检查的资方，亦允许其接谈顾客电话、交易签发单据等照顾业务。而对试图用“三停”抗拒检

查的资方，则“以迫令其备料开工、发薪开伙为斗争的前奏”。② 同时，政府还紧急救济因资方“三

停”而生活困难的工人及其家属，并迅速调处劳资争议，“坚决支持工人合理的要求和斗争，打下资

本家抗拒‘五反’的威势”，其后职工一致反映“到底是自己的工会与政府解决了我们的困难”。③ 这

就基本化解了资方惯用的以“三停”抵制“五反”而引发的劳资矛盾转为工人与政府矛盾的意图。
最后，依靠工人负责定案处理。针对“五反”中资本家如何定案问题，上海当局亦明确其完全依

靠工人的阶级路线: 在“资本家自报公评、工人店员集体审查、市区两级增产节约委员会批准”的三

道审查手续中，以工人店员集体审查最为重要。凡资本家坦白材料须交由职工初审; 资方作补充交

代的，还须再经工人复审，工人大体满意后，才召开审查大会，根据审查的违法事实来评定资方所属

类型，并由职工代表在资方坦白具结书上签字盖章，最后才由市、区两级增产节约委员会审批定

案。④ 对此，职工们甚为满意，认为做了主人。如蓬莱区的工人店员说: “老板的事要经过我们审查

通过，如今才真正翻身了。”⑤

上述策略的实施，为“五反”运动的开展赢得了深厚的群众根基。在新政权卓有成效的政治动

员下，上海 60 多万私营企业职工向资本家发起了猛烈的阶级攻势。就这样，至 5 月初上海163 400
家工商户的“五毒”审查工作基本结束。然而，正是由于“五反”，上海私营企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也就是确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劳资关系”。⑥ 不过，与此劳方主导型劳资关系格局嬗

变相随的则是工人过“左”行为带来的上海劳资关系的普遍紧张和动荡，其具体表现为:

( 一) 工资福利待遇要求过高。这主要集中于三方面: 一是劳方要求自主评薪及评分红利。如

国贸业宏济沪行劳方自主评薪的原则是将工人、职员薪金分别由 172. 5 单位、345 单位增至 230 单

位和 400 单位，而经理薪金由 644 单位减至 520 单位; 可大贸易行职工则令资方将 1951 年度红利交

由劳方自评。二是要求加薪、借薪及补薪。如国贸业同福和行职工解放后已加薪两次，但此次“五

反”又提加薪要求。宏生商行职工令资方一律借薪一月，永宁商行劳方主张自解放之日起算补足额

薪金。三是要求津贴和福利。如大可染料厂工会在“五反”后向资方提出: ( 1 ) 衣服二套; ( 2 ) 供应

豆浆; ( 3) 结婚津贴 80 单位; ( 4) 分娩津贴 50 单位，并通知中一、庆成、公泰等三染料厂共同行动，

说:“资本家是蜡烛，不挤不拿出来，福利要争取。”三厂工人纷纷响应，资方生产及工会工作因而大

受影响。时装业的曹节亦言:“劳方提出每月津贴 66 个单位，职员要求加薪，在群众压力下只好答

应了，但同业很反感，认为如此要影响全业的劳资关系。”⑦

( 二) 劳动纪律松弛。由于“五反”后领导优势的确立，上海不少私营厂店工人劳动纪律观念淡

薄，疏于业务。这从一些资方所发的牢骚中可见冰山一角。如钢铁业沈俊之说: “我们店内劳方不

重视店内业务，劳动纪律很差，仅追求享受，如本来不吸烟的学吸烟。近来舞厅中可说 80% 是职

工。”手帕制造业资方亦反映:“工人现在有工做的时候请假回家，很不顾到生产，这样的工人实在不

能算为领导阶级。”而有的职工将业务推给资方代劳，恒成土产行的蒋维就抱怨:“本行职工劳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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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好，分内之事亦不愿干要老板做。”①另外，还有的职工在工作时外出看戏，甚或在车间里拉胡琴

唱戏，见资方来也不收场。②

( 三) 不尊重资方的人格和“三权”( 行政权、财务权、人事权) 。经过“五反”激烈的阶级斗争，

上海私营企业职工在精神上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多抱有“斗得凶，训得严，管得紧”的过“左”情绪。
因此，在行动上对资方多怒目而视，不尊重其人格。如启新纱厂工人一见资方就骂“臭老板”、“不

法奸商”，“吓得资方头也抬不起，话也不敢讲”。③ 此外，还有的职工嘲讽挖苦资方，如国贸业郑子

重说:“目前劳方仍未把五反中的面孔改过来，在写字间内高唱不法奸商的歌曲，刺激资方，资方强

颜为笑，实在太痛苦了。”④而高级职员归队后为表示站稳立场，亦不愿接近资方。如永大染织厂高

级职员连吃饭也不屑和资方同桌，让资方与理发员在一起吃。包福记钢铁建筑厂高级职员在业务

上不听资方指挥，资方找他们谈话，未有几句便走，或见资方来找就故意避开。⑤

劳资双方政治地位的相距悬殊，加上“五反”后劳方监督权的行使，势必导致资本家“三权”的

缺失，⑥这主要表现为劳方包揽企业行政事务，掌握财务开支和银行支票。⑦ 有的劳方通知银行“凡

是厂内一切支票的开出，一定要劳方盖章，否则不得取钱”，⑧有些劳方还干涉资方的薪水。如钢铁

业杜玉麟说:“我们业内的账外资产，有些已经络续贴用了，而劳方提出要全部归还进店，如有不足

则要在资方所支的薪金中扣除，因此有的资方很消极。”土产行的蒋维亦有怨言:“老板的薪水要由

职工评定，而职工的薪金由自己评，老板不能过问，不能动用行里的钱，这样下去怎么办!”⑨不唯如

此，资方用人权亦遭剥夺。劳方若对资方代理人不满，可立即将其解雇。其实，资方代理人是董事

会聘的，应由董事会决定其解雇问题。对此，制药业的蒋伯笙颇有体会:“资方为了工作的需要而调

动人事，一定要写信给工会，希望在劳资协商会上讨论，若资方单独去调动，一定行不通的。”可见，

“资方行使三权是表面上的，实际上任何事都要工会盖章通过后再执行”。瑏瑠 因此，有些资方抱怨说:

“五反后资方‘有责无权’，劳方‘有权带责’。”瑏瑡这是上海“五反”后劳资关系嬗变中劳方权势提升

的明证。
与劳方的强势相比，上海资本家无论心态与行为皆呈衰微之势，“对工人心存畏惧，低头回避;

对企业生产管理不敢负责，尽量推诿责任”，甚至连细微琐事如出去一次亦要问过职工才敢做，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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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私营厂店如何实施工人监督权，3 月 23 日，中共中央就明确规定“五反”后要“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

经营的制度”。4 月 16 日，毛泽东在给薄一波、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复电中又强调:“必须在此次五反后实行工人店员监督

大中厂店的生产和经营，此事一定要实行，并不能延缓。”参见《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

示》( 1952 年 3 月 23 日) 、《对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报告的批语和在中央复电稿中加写的话》( 1952 年 4 月 15、16 日) ，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 册，第 354、403—404 页。然而，由于缺乏经验，上海劳方这一监督制度在推

行中便与资方的“三权”发生冲突，较量的结果当然以后者的失势而告终，诚如时人所言:“劳方监督权和资方三权的规定很

模糊，职工到底应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监督呢? 一般都不十分明确，因此偏差的发生是难免的，使资方更显得缩手缩脚

了。”参见《“五反”运动情况( 85) 》( 1952 年 5 月 31 日)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B182—1—373，第 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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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劳方被动过问企业行政权。① 际此境遇，不少资本家为改善“五反”后的经济困境而主动讨好工

人。② 如钢铁业邹胜楚说:“本业有很多资方存在着这一想法，认为自缴所得税后把私人的积蓄用

尽，今后家庭生活开支只有照店中的‘牌头’了，而如要依靠店中，则必须要把劳资关系搞好。”③因

而一般资方多刻意迎合劳方的意图，“对工会谨慎小心，开会时给工人倒茶送烟搬凳子，想另找出路

或关厂丢掉包袱”。④ 这里须注意的是，资本家向工人的主动示好，与其说是着眼于经济利益的思

虑，毋宁说更多的是资方在“五反”后权势式微的劳资格局下为筹谋出路而迫于无奈的心境反映，它

并不意味着此时紧张恶化的劳资关系已趋和缓，相反却说明“五反”前形成的相对平衡的劳资关系

模式彻底破裂，陷入向劳方一边倒的完全失衡状态。

三 “五反”后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调整及其困境

上海“五反”衍生的劳资关系失衡，显然与中共创构的“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民主主义

劳资关系目标背道而驰。“如果让这种紧张动荡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 将) 对生产和企业改造极

为不利。”⑤因而，“迅速调整劳资关系，以利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则为“五反”后上海当局重构社会经

济秩序的当务之急。⑥

“五反”一结束，上海当局即号召职工主动转变态度，贯彻团结、协助、督促资本家搞好生产的方

针。同时，通过召开工人代表会、小组会、座谈会，举办训练班和政治讲座等形式，发动工人用回忆、
对比、算账办法总结“五反”收获，以切身体验来进行系统的阶级政策教育，并启发职工认识“五反”
目的，不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而是除其“五毒”，更好发挥其政治经济作用。此外，还让工人明白此

后劳资关系须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实行劳资两利，资本家在工人监督下执行企业行政权、人事权、
财务权，特别是教育高级职员，只要思想上划清界限，仍应继续听资本家指挥而负责生产管理，勿在

形式上划清界限，怕与资方接近。教育工会干部要尊重资方“三权”，不要包办代替干涉行政职权。⑦

经过上述政策和思想教育，上海许多职工都自觉纠正劳动松懈思想与过“左”行为，主动团结资

方转向生产。如包福记资方买几只零件，支付一笔生产费用，都征求工会意见，工会就告诉他: “国

家定货任务拨给你的款子，只要专款专用，支付是你资方的职权，由你自己决定好了，只要用之适

当，我们工会决不干涉。”新华胶木厂工人本来令老板让出好房子做宿舍，经过学习后，也自动取消

了。⑧ 同安染织厂工人亦主动向资方放弃盖饭厅和浴室等福利要求。高级职员也多认识到站稳立

场，纠正不愿接近资方和业务上缩手缩脚的态度。如天一染织厂总务科职员端正思想后积极负责，

很快就完成积压的大部工厂修建工作。由于工人劳动热情的复苏，劳资对立情绪有所缓解，合作生

产的信心亦渐趋恢复，“很多生产正常的工厂，劳资双方正有计划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⑨

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普遍召开以生产为中心的劳资协商会议。这是上海新民主主义劳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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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群众工作资料汇编》( 1958 年 8 月) 上册，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1—228，第 201 页。
须指出，此经济困境主要是“上海自三反五反开展以来，由于加工订货、收购、贷款陷于停顿，基本建设普遍延缓，

机关及社会消费大为降低，且适值淡季，产销向例减少，加以不法资本家逃避资金停厂关店”所致。受上述因素影响，此时

上海私营工商业多是惨淡经营，“很多工厂趋于停工、半停工状态”，“贬价出售货物造成亏损的情况也很多”。参见《中共上

海市委关于上海市私营工商业资金与利润情况的报告》( 1953 年 6 月 5 日) ，载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212 页。
《“五反”运动情况( 80) 》( 1952 年 5 月 17 日)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B182—1—373，第 342 页。
《关于解放后阶级关系演变过程》( 1956 年 5 月)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1—169，第 25—48 页。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群众工作资料汇编》( 1958 年 8 月) 上册，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1—228，第 202 页。
《中央转发全总党组关于签订劳资合同调整劳资关系报告的通知》( 1952 年 5 月 24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

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7 页。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群众工作资料汇编》( 1958 年8 月) 上册，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1—228，第203—205 页。
《上海总工会关于“五反”以后怎样处理劳资问题的报告》( 1952 年)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643，第 24—25 页。
《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在五反基本胜利后引导劳资双方转入生产》，《工人日报》1952 年 5 月 24 日，第 1 版。



系重构的主要路径。然而，与“五反”前不同的是，此时劳方在劳资协商会议中完全占据主导，且会

议开得好的多与工人的积极生产密切相关。如震旦铁工厂工人主动召开协商会议，督促资方订立

生产计划，而资方最初态度消极，推说没有周转资金，工人就反复说明政策且保证努力生产。在劳

方协助下，资金周转问题果然很快得到解决。① 公裕颜料行职工则在劳资协商会上提出转变业务方

针，改专营批发为门市零售，结果该行营业大为好转，并打开了货品销路。大德印染厂资方亦因劳

资协商会上工人提出合理化建议而信心倍增，主动拿出 6. 2 亿元( 旧币，下同) 流动资金搞好生产。②

以上事例说明，劳资协商会议对改进上海“五反”后紊乱的生产秩序及劳资关系是颇有裨益的。不

过，其实效不可高估。据 1952 年 6 月底市总工会的调查，在黄浦、老闸、普陀、长宁、北站、榆林等 6
个区召开的2 224户劳资协商会议中，开得好的 625 户，占总数的 28. 10% ; 开得平常的 1 219 户，占

总数的 54. 81% ; 开得不好的 380 户，占总数的 17. 09%。③ 劳资协商会议的此种运作实态，在一定

程度上折射出上海当局“五反”后重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实效与困境。
事实上，此种“外松内紧”④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重构，随着 1952 年下半年中共对资产阶级政

策由“团结、利用”向“限制、改造”的转变而愈益艰难。从此后上海当局“袒劳抑资”的政策实践以

及劳资双方的因应中可得更好印证。综观此“袒劳抑资”的政策基点主要着眼于对资方强化国营经

济领导及工人监督生产两方面。显然，这与中共中央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加上群众性的监督，才可

以保证我们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批示一脉相承。⑤ 下面笔者拟就此两方面略作分析:

( 一) 强化国营经济领导。这主要通过扩大加工订货、贷款和收购来实现对私营企业的外部支

配。应当承认，这些措施的推行一方面对发展私营经济或有助益，另一面则使物资、原料、货源、资
金及市场等生产要素逐步为国营经济所掌控，从而将私营企业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并沦为国营经济

的附庸。据统计，1952 年上海国营企业共投放加工订货、收购资金 15 万余亿元，占私营资本营业额

的 58%。⑥ 国营经济对私营资本这种控制力的强化，必然导致此时上海公私关系的愈加紧张。这主

要表现在:

1． 加工订货方面，国营经济计划性不足，数量时多时少，任务时紧时松。这不但引起资方不满，

劳方也有怨言。⑦ 而更令资方苦恼的还是加工订货的工缴、收购价格、定金与罚款的不合理。由于
“五反”后工会干部多抱有“宁紧勿松”的反资本家倾向，此时上海大部分产品的工缴费和收购价格

被过低核定。如机器工缴费较“五反”前减低 5%—30%，电动机订货价格减低 15%，其他百货、医
药等用品减低更多，显著影响毛利下降。如华生电机厂生产总值和营业额，1952 年比 1951 年均增
50%以上，但毛利反比 1951 年骤降 70%。而正泰橡胶厂 1951 年毛利率为 36. 39%，1952 年毛亏则

占 1. 6%。⑧ 这就严重制约着上海私营企业的资金积累。加之“五反”后国营企业对重工业加工不

付定金，订货的定金也不超过 25%，一般企业生产资金大受影响，“常常脱期交货，罚款积累，亏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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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私营企业中广大工人店员以实际行动团结资方搞好生产》，《中央税务公报》1952 年第 20 期。
《上海总工会关于“五反”以后怎样处理劳资问题的报告》( 1952 年)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643，第 22—25 页。
《关于劳资协商会议的综合材料》( 1952 年)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736，第 1、34 页。
参阅赖若愚:《在大行政区工会主席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摘要) 》( 1952 年 7 月) ，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

工会》，档案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2 页;《中共中央批转全总党组关于“三反”、“五反”以后情况及 1952 年下半年工作计划

报告》( 1952 年 8 月 18 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册，工人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7—28 页。

《中共中央批转全总党组关于“三反”、“五反”以后情况及 1952 年下半年工作计划报告》( 1952 年 8 月 18 日) ，中

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册，第 28 页。
《一九五二年的上海工商业》( 1953 年 2 月)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B182—1—374，第 23 页。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经济基本情况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 1953 年 6 月 4 日) ，中共上海

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191 页。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市私营工商业资金与利润情况的报告》( 1953 年 6 月 5 日)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

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213 页。



增加”。①

2． 银行贷款方面，国家放款减少，且审查严格、手续繁琐。由于“五反”后上海私营行庄相继停

歇，国营银行几乎占有全部金融阵地，但其放款总数却只有 7 000 亿元，加上公私合营银行的也不过

11 000 亿元，这比“五反”前减少了 5 000 亿元。同时，贷款条件审查较严，要保证，要抵押，还要国

营企业的订单。上海私营企业资金周转的困境不难想象，尤其资金短绌的中小行业因贷款甚少而

“意见很多”。② 事实上，上海 1952 年 6—12 月份对小额贷款仅占投放总额的 2. 53%—7. 36%。而

能贷到款的，多为有加工订货的行业。因此，有些资本家说: “加工订货的厂既有订货又有贷款是

‘锦上添花’，我们既没有订货任务，贷款也有困难，是‘雪上加霜’。”③在私营金融业紧缩后，他们更

感到“告贷无门。”④

3． 税收工作方面，税务部门重任务轻政策，私营企业税负繁重。由于“五反”后税务部门广泛存

有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行为，以及 1951 年税收“寅吃卯粮”，⑤直接导致 1952 年上海私营企

业税负畸重。如仅 10 月份上海私营企业就被估征所得税 8 600 亿元，影响生产甚巨。据 30 个行业

138 个纳税户调查，在所交 907 亿元所得税中，估计动用生产资金的占 1 /3 强。另据市税务局调查

27 个行业 226 个纳税户的结果，情况也类似，约有 31% 的纳税户在交税后生产和营业受到影响。⑥

至 1953 年春，事态发展更是变本加厉。据同年 3 月 18 日的《党报通讯》记载，上海市税务局自 1952
年开展劳动竞赛以来，不断发生为“完成任务”和“争取红旗”而预借营业税、货物税等严重违反政

策的现象。而更严重的是，有些税务局竟用押人、轮流审讯等非法手段强征税款，且已激起商人极

大愤懑，以至有的在市场上公开谩骂政府。而市税务局领导干部发现这些过激税收行为后亦未予

纠正，这其实与此时“财政部门领导上有重任务轻政策的思想”大有关联。⑦

上述公私关系的恶化，已使上海私营经济的境遇江河日下。据银行 41 个行业 1 226 户的流动

资金来看，1952 年的自有资金仅为 1951 年的 44. 89%。⑧ 这说明此时上海私营资本的自营能力已

属薄弱，⑨其“自由流动”空间更趋萎缩，并逐渐为国营经济所占据。
( 二) 全面实施工人监督生产。为稳固“五反”后工人的阶级领导地位，由内部控制私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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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经济基本情况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 1953 年 6 月 4 日) ，中共上海

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191—192 页。
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经济基本情况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 1953 年 6 月 4 日) 、《中共

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市私营中小工业情况调查报告》( 1953 年 6 月 4 日)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194、202 页。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私营企业的资金及加工订货的问题与意见( 草稿) 》( 1953 年 3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

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 工商体制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17 页。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市私营中小工业情况调查报告》( 1953 年 6 月 4 日)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202 页。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经济基本情况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 1953 年 6 月 4 日) ，中共上海

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193—194 页。
张家炽:《上海私营工商业资金变化调查》( 1952 年 12 月 1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 工商体制卷) ，第 707 页。
参见《对〈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违反政策现象严重〉一文的批语》( 1953 年 3 月 21 日) 、《关于通报上海市税务机

关征税中严重违反政策的批语》( 1953 年 3 月 27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0 年版，第 146、163—164 页。
《关于上海三年来私营企业内部改造过程变化情况的报告》( 1953 年)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B182—1—

378，第 8 页。
《一九五二年的上海工商业》( 1953 年 2 月)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B182—1—374，第 23 页。



上海当局遂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全面推行工人监督生产事宜。① 如在全市 700 多个大型私营企业建

立由党组织、工会、职工和资本家代表参加的增产节约委员会，作为工人监督生产的有效形式。同

时，许多企业还制订工人监督制度，如对国家付给加工订货的资金与原料，由工人监督实行“专款专

用”和“专料专用”，以防资方挪用或盗用。② 为进一步推进工人监督生产，1952 年 8 月，在全市私营

企业中又分期分批开展民主改革运动。至年底，已进行工厂 2 323 家，关系职工 27. 5 万余人。③ 通

过民主改革，上海长期潜存的职工不团结现象有了显著改善，④劳方的绝对优势得以巩固，从而“为

私营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实施群众性监督生产工作打下基础”。⑤ 此外，至 1952 年底，上海还建

立 1 万个职工护税小组，协助政府制止资本家非法经营、偷漏税收等行为。⑥ 这样工人监督生产的

约束机制在私营企业内部初步形成。
由于以上政策的内外联动，上海资本家愈加意识到: 国营经济在发展，社会主义终究到来，尤其

劳方监督生产，“三权”更无保障，因而多有企业“早晚要垮”的想法。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资本家

对企业管理自然就不思进取，他们不但不设法筹措资金以纾困境，相反却用代理人的方式，不断安

插其妻子、儿女、亲戚领取高额薪水来搞垮企业。⑦ 资方的消极因应不限于此。针对此时日益加深

的限制与反限制的公私矛盾，上海资本家更多以缓和劳资阶级矛盾的办法来抗拒改造。其主要表

现为用提高工资、高额奖金和增加各种福利待遇等经济手段，“刺激工人生产情绪”。如新民翻砂厂

资方为了提高工资将正常工时由 9 小时减为 5. 5 小时，其余算工人加班加点时间; 合众造纸厂资方

对工人所提福利要求有求必应，并说“相信领导阶级，要什么有什么”; 金笔业资方为多获利亦故意

增加不少变相工资项目来讨好工人。而 1953 年春，上海资本家更主动停工放假发动工人赴杭州春

游，旅游经费由企业承担，工资照给，以至“新成、江宁两区在同一时期内几乎形成赴杭春游运动”。⑧

资方的经济“利诱与腐蚀”，无疑迎合了“五反”后翻身的劳方急于改善生活的经济利益诉求，再加

上当局“片面地宣传了社会主义社会美好幸福生活，过多地强调了生活的改善”，⑨最终导致 1953 年

经济主义倾向的滋长与蔓延。
综观这一时期劳方的经济主义倾向主要聚焦于生产奖金与生活福利等方面。据上海市委和工

会的调查，生产奖金多集中于轧钢、机器、电机、印染、棉纺、制药、造纸等一些主要行业和多数大厂

中，且有些行业“奖金高得惊人，超过了基本工资数倍”，如大沪轧铁厂 奖 金 超 过 基 本 工 资 达
400%。瑏瑠 此外，个人生活福利方面的变相工资由于“各行各业相互攀比”也是名目繁多，比“发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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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针对前述“五反”中因工人监督生产过早实施而致资方“三权”虚设且消极悲观的实情，1952 年 5 月 9 日，中共中央

迅速变通以前“不能延缓”的指示，进而强调:“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
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参见《中央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 1952
年 5 月 9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 册，第 440 页。于是，随着 1952 年下半年生产经营的复

苏，全面实施工人监督生产自然也就被重新提上日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30—131 页。
《一九五二年的上海工商业》( 1953 年 2 月)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B182—1—374，第 24 页。
民主改革开始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上海职工间逐步打破帮派、地域观念，其隔阂亦趋消弭。不少职工感慨道:

“过去一个车间、一个小组还分出常州派、苏州派，闹的四分五裂，一人一条心”，而现在则是“大家团结一条心，快快乐乐搞

生产”。参见修孟千:《上海市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解放日报》1952 年 10 月 4 日，第 2 版。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群众工作资料汇编》( 1958 年8 月) 上册，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1—228，第209—210 页。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 131 页。
参阅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私营企业的资金及加工订货的问题与意见( 草稿) 》( 1953 年 3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 工商体制卷) ，第 713 页;《关于上海三年来私营企业内

部改造过程变化情况的报告》( 1953 年)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B182—1—378，第 8 页。
参阅《关于 108 个私营工厂生产情况与职工经济收入情况检查报告》( 1953 年 4 月 22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

981，第 38 页;《上海私营企业 1953 年反经济主义倾向检查》( 1957 年 8 月 24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981，第 9—10 页。
《上海私营企业 1953 年反经济主义倾向检查》( 1957 年 8 月 24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981，第 11 页。
《上海私营企业 1953 年反经济主义倾向检查》( 1957 年 8 月 24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981，第 4—5 页;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经济基本情况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 1953 年 6 月 4 日)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

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195 页。



很普遍”的生产奖金更为盛行，占基本工资比例相当大。如印染业工人生活福利变相工资项目就多

达 42 项，“真所谓衣食住行无所不包”。① 另据上海市委对 108 家厂的调查，有变相工资的就有 89
家，其中变相工资收入相当于工资收入 20%—50%的占了一半。② 超额奖金和生活福利等变相工资

的蔓延与盛行，直接导致私营企业工人收入激增，且“超过了国、公营的标准”，③进而削弱了企业利

润。如华生电机厂和国营上海电机厂相比，其工资、福利、奖金、膳食等占生产总值的 27. 83%，而后

者仅为 6. 62% ; 又如造纸业，五家私营造纸厂职工平均月收入 145 万元( 折合新币 145 元) ，而上海

工资标准较高的国营利华纸厂职工平均月收入也不过 93 万元。国营厂与私营厂的职工平均工资

是一样的，但由于私营厂职工奖金福利高，故实际收入要比国营厂多 56%，因而影响了企业利润。④

不仅如此，工人的“收入过高，生活突出”还“影响了工农联盟”，引起农民的不满。如有的工人回乡

过年买了很多东西，农民反映说:“头戴八角帽，手拿蜡烛包，思想没改造。”有的回乡结婚，办了 30
桌酒席，买了很多衣料，影响了农民姑娘不愿嫁给农民。还有的在乡下造房子，如大新振印染厂 34
个无锡人中就有 32 人在乡下造房子，农民说他们发了洋财，“影响了工农之间的团结”。⑤

而更糟糕的，是经济主义思想固化给劳方自身带来的严重后果。当时上海私营厂中流行着一

句“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的口号，不少工会干部和职工以此作为劳资协商争取福利的政策标

准。他们认为，“只谈生产，不谈或少谈福利，是失掉立场的”，“劳资两利就是劳资各半”，“私营厂

里被资本家剥削，多捞些福利是落得的”。由于以上思想，反映在行动上就是大部分厂的劳资协商

会议变成协商福利机构。为了在协商会上多争福利，劳方往往用解放前斗争资本家的办法逼迫资

方让步。为此，各厂工人推选的劳资协商会议代表，一般特点是“喉咙大，臂膀粗，吃相怕”。⑥ 正是

由于这种经济主义思想及行为的滋长，部分职工开始沉溺于单纯的生活享受，如有的要住洋房，有

的家里有奶妈娘姨，有的出门常坐出租车，有的每天都要喝啤酒，有的跑舞厅、溜冰场、乐园等场所。
明精厂一青工每个礼拜的晚上，都要花 10 多万元在国际饭店开房间享受一下。片面追求生活享受

的结果，必然使一些工人腐化堕落。他们不仅“赌博、嫖妓、讨小老婆”，而且“不关心政治，不愿参

加工会活动”，很多工会干部为了奖金，工会工作不愿搞，学习也不肯参加，热衷于“多争取工人福

利、奖金为能事”。而更有的为了争取高额奖金，协助资方抗缴税款，甚至“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
如阮耀记缝纫厂工人认为当老板好，做工钞票少没意思，遂购买生产资料，雇人搞起了地下厂，据初

步统计装配部就有 27 人，他们白天做工人，夜里回去当老板。大华仪表厂工会主席亦辞职“去搞厂

当老板”。⑦

由于饱受经济主义思想的熏染，此时劳方生产纪律问题亦格外突显，究其主要情形: ( 1) 迟到早

退。如美丰厂工人迟到早退者占 40%，达丰厂工人还没放工，“老早就沐好浴，穿好衣服，站在车旁

等候回家”，顺昌五金厂、红叶化学用品社、顾明星机器厂等职工亦不按时上下工。( 2) 生产时间不

专心工作。如益中纸厂工人常在工作时开收音机，跳交谊舞，打浆工人要下好棋、喝好酒才去工作。
中一染料厂工人“在工作时间吃酒、睡觉、洗衣服、理发，车子出了毛病也不知道”，也有“不少工人

因在夜里赌博、跳舞”而“在生产时间打瞌睡，休息吸烟”。( 3) 随便旷工。如合兴脚踏车厂工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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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上海私营企业 1953 年反经济主义倾向检查》( 1957 年 8 月 24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981，第 5 页;《私

营工厂生产奖金情况综合报告》( 1953 年 5 月 18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981，第 60—86 页。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经济基本情况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 1953 年 6 月 4 日) ，中共上海

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195 页。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私营企业的资金及加工订货的问题与意见( 草稿) 》( 1953 年 3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

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 工商体制卷) ，第 714 页。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市私营工商业资金与利润情况的报告》( 1953 年 6 月 5 日)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

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213—214 页。
《上海私营企业 1953 年反经济主义倾向检查》( 1957 年 8 月 24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981，第 14—16 页。
《上海私营企业 1953 年反经济主义倾向检查》( 1957 年 8 月 24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981，第 6—7 页。
《上海私营企业 1953 年反经济主义倾向检查》( 1957 年 8 月 24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981，第 12—13

页;《私营工厂生产奖金情况综合报告》( 1953 年 5 月 18 日)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2—981，第 60—86 页。



停工去赌钱、看电影，有时借开会名义去游玩。华茂机器厂职工在“五反”后缺勤很多，有的一周只

工作两三天，经常是起身很迟，过了时就不上工。据调查，1953 年 2、3 月，上海一般厂缺勤率都很

高，普遍在 20%左右，个别达 50%。① 对此，陈毅在上海工商界代表会议上亦直言“工人缺勤太

多”。② ( 4) 不服从生产调配。如永记铁皮厂工人藐视行政，当因工作所需进行人事调动时，劳方即

以调动工作无法搞好生产作答复，因而资方不敢有所调动。其他如永康内衣织造厂、华民新内衣

厂、上海化学社、联工电机厂、大同染织厂等职工都有不肯接受资方调配工作的现象。③

劳方经济主义倾向的盛行及劳动纪律的松弛，说明上海资本家自“五反”以来“威信扫地，指挥

不灵，无法发挥‘三权’作用”的境遇并未有任何改变，④向劳方一边倒的劳资关系失衡格局反而更

趋强固。只是与“五反”时激烈的阶级斗争相比，此时上海劳资关系的“外松内紧”状态更加凸显罢

了。究其凸显的原因，主要还是新政权“袒劳抑资”的政策实践所致。应当说，在愈益激化的公私矛

盾及劳方监督生产的挤压下，资方前述缓和阶级矛盾的应变确实取得一定的实效。这可从上海当

局反对劳方经济主义倾向的反思中得到证实:

反对经济主义倾向中忽视了私营企业的特点，忽视了阶级斗争的存在，忽视了当时经济主

义倾向在私营企业所以能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于“五反”以后在劳资关系上资本家以经济

手段来刺激工人生产，用利诱腐蚀办法来讨好工人。在公私关系上资本家用拉拢欺骗工人办

法对国家经济部门进行反限制斗争，获得高额利润。我们采取的办法不是运用国家政权力量

来限制资本家着手，而是由工会出面直接动员工人修改定额，减低奖金，取消和削减工人福利

待遇，并在工人中征收占超额奖金的 34. 5%的所得税，造成工人与工会和政府面对面的斗争，

把资本家的矛盾拉到自己身上来，相反将资本家丢在一边，让资本家在旁假充好人，在工人与

工会、政府之间进行挑拨离间。⑤

这里须指出的是，自 1953 年 3 月上海当局对劳方的经济主义倾向就已关注，但主要重于思想

批判与调查研究，而真正在大部分企业中开始反经济主义行动却是同年 10 月之后的事。⑥ 这也从

另一侧面说明此时劳方经济主义倾向的严重性，而本阶级主体的这种“非政治化”显然与中共的阶

级认同大相径庭，因而对劳方进行“经济性制裁”实为上海当局的必然选择，而这正是急于改善生活

的工人所不期望的。于是，工人与政府的矛盾遽然上升，使本已“外松”的劳资关系更显“宽松”。
但这种“宽松”并未改变上海劳资关系“内紧”的实质，相反却更加剧了其紧张状态。也正是基于工

人经济主义倾向的泛行，以及其阶级观念淡薄主要归于资本家的“利诱腐蚀”这样的价值判断，上海

当局随即在劳方中广泛进行了“工人与国家是一边，资本家是一边”的“三角两边”的思想教育。⑦

这种强化阶级意识的政治动员，实乃此时中共愈加鲜明的劳资政策导向使然。事实上，也就在此之

前，1953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正式提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

渡时期总路线”，并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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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经济基本情况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 1953 年 6 月 4 日) ，中共

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上，第 195 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工业典型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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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等观点进行批判，①且强调“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不是相等。兼顾、两利，目的在于消灭资产阶级”。②

这表明中共已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创建，以“消灭资产阶级”为归依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

改造由此肇兴，而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重构当然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结 语

从上述“五反”前后上海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创构的曲折历程及其重构困境中，我们或可探究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期工人、资本家和中共政权利益互动的诸多关联。
毋庸讳言，由于基本组织力量长期活动在农村的缘故，至夺取全国政权时，中共与其阶级主

体———工人阶级的联系纽带仍是松散和脆弱的。随着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巩固与工人阶

级这个“天然”载体的链接力度，则为中共构筑城市社会秩序的重要依恃，这是其政党的阶级属性所

决定的。与之相反，作为工人对立面的资本家自然也就属于被革命与消灭之列，这是中共党人意识

形态观念的固有要求。然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生长中举足轻重的功用，又规定着

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必须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允许资产阶级依旧

存在并继续在社会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新政权的这种以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导向的政策定

位，随即引起劳资双方的不同反响: 就劳方而言，则意味着居政治领导地位的私营企业工人仍须受

资本家的经济剥削，既要以主人翁的政治认同秉承新政权的“劳资两利”政策，服从资方的生产管

理，还要放弃改善经济现状的夙愿，甚至减低工资福利来协助资方恢复生产。这种政治经济地位的

不同步，对刚获翻身渴盼改善经济生活的工人来说还一时难于适应。眼前的经济利益与中共的长

远政治目标发生冲突与碰撞，使得劳方在政治经济目标孰轻孰重的抉择中难免心生游移和困惑，而

两相权衡的结果往往是，他们依凭政治优势以浓郁的阶级斗争理念向资方谋取经济利益的改善。
上海“二六”轰炸困难时期劳方经济主义左倾行为便是例证。这无疑加重了本来就因政治前途渺茫

而深陷社会经济危机的上海资本家的消极疑惧心态，藏匿资财、停工歇业乃至逃跑自杀等脱离生产

现象遂纷呈而至。劳资双方上述迥异的政治经济际遇及其所决定的各自复杂的心态取向，尤其是

资方的消极因应和劳方阶级斗争倾向的潜存，向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创建提出了严峻挑战，

而创构“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即为上海当局“五反”前整合劳资利益，以

利社会经济发展的理想路径选择。究其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创构，主要是通过动员工人减低甚至

牺牲经济利益与资本家协商合作发展生产，尽可能优先满足资方经济诉求的方式来进行的。事实

证明，其举措是卓有成效的。据估算，仅 1950 年下半年至 1951 年，上海私营企业就获利 9 万亿元，

以至 1951 年被称为“工商业黄金时代”。③ 显然，巨额利润的摄取，暂时缓解了上海资本家对阶级前

途的担忧，进而树立了积极生产的信心。
当然，上述中共政权所创构的以协商合作为主题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是需要资本家来恢复

经济的急务所决定的。这是中共作为执政党的角色定位使然，但毕竟是策略上的权宜之计，一旦经

济恢复，其新民主主义劳资政策就有可能转向。而“五反”运动的发生便是此诠释的绝好注脚。由

于中共是将“五反”的酝酿“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的，④因而上海工人在“五反”中多表

现出“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偏向。他们此时已不再囿于政治地位的满足，而是依凭“五反”强

劲的阶级斗争势头来谋取经济利益的改善，最终导致资本家“三权”的丧失，上海劳资关系格局也因

而实现了由资方主导向劳方的权势嬗变。尽管“五反”结束后上海当局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重构新民

主主义劳资关系，但却因劳方的强势地位与经济主义理念的固化而收效甚微。当然，这亦与此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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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3 年 6 月 15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第 251 页。
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75 页。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群众工作资料汇编》( 1958 年 8 月) 上册，上海市总工会档案，C1—1—228，第 154、168 页。
《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 1952 年 1 月 5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3 册，第 14 页。



共新民主主义劳资政策转向息息相关。尽管毛泽东在“五反”运动中声明: “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

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①但

是，“精神上已经不再是允许资本主义能有一定程度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实际上是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采取的一个有力的社会主义步骤”。②

其实，也就在“关系全局的上海‘五反’斗争”完胜不久，③1952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即提出:“在

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

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④这意味着毛泽东已断定，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已彻底结

束，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了。⑤ 此后，9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即着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也表明他“正式开始放弃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⑥ 与此相应，中共的劳资政策导向亦沿着“袒劳抑资”的轨道运行。1952
年下半年生产恢复后，上海新政权对私营资本强化国营经济领导和全面实施工人监督生产，即是此

劳资政策的精神体现。而其实施则使自“五反”中形成的劳方主导型劳资关系格局更趋强固。1953
年 5 月 25 日，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给毛泽东有关上海等市劳资关系的调查报告中就曾这样反

映:“‘工人要什么给什么，国营要怎样就怎样’是‘五反’后相当大量的情况。”⑦这实际蕴涵着在劳

资关系及公私关系中资本家已陷入权益尽失的内外交困之境地。于是，趁势“消灭资产阶级”向社

会主义过渡，在此时毛泽东看来似已水到渠成了，前述 6 月 15 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提的“过

渡时期总路线”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目的在于消灭资产阶级”便是明证。至此，上海新民主

主义劳资关系创构陷入绝境。从“五反”前后上海劳资关系主题由协商合作至阶级斗争动态演绎的

曲折事实中，或可揭示社会转型期劳、资、政三方的复杂利益博弈，以及中共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

主义的认知理路。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批准号: 10YJC770035) 、广东省高等学校高层次

人才项目阶段性成果〕

( 责任编辑: 林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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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Atmosphere of Zhejiang after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 1851 －1864 ) —Ｒesear-
ches Focusing on Dai Wang XU Li － wang
After Taiping Army was suppressed，the Neo － Confucianism thought prevailed． But the intellectuals in
Zhejiang，with Dai Wang as the representative，went against such thought． Dai fiercely criticized the Con-
fucianists of Song dynasty and advocated the knowledge of Yan and Li． His academic road mirrored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in late Qing dynasty．

Local Education Society of Late Qing Dynasty—Focusing on Baoshan County GAO Jun
The rise of local education societies was an obvious social phenomenon in late Qing dynasty when it began
to carry out its New Deal． A short time after the Learning Encouragement Agency System was carried out，
local education societies was restructured as education association． The role education association has
play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education executive system and experience in study related activities
was worthy of attention．

The Anti －Colonial Cultural Praxis of Japan’s Left －Wing Intellectuals in Manchukuo: A Case
Study on the Sakubun School LIU Chao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ultural groups in Manchukuo，the Sakubun School，formed by Japan’s left
－ wing intellectuals who moved to northeast China in their early years，strategically posed vehement criti-
cism against the colonial rule． They worked hard in the intellectual arena，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produc-
tion and in the aspect of social activities． All these cultural praxis not only undermined the legitimacy of
Manchukuo as a puppet state，but also subverted the discourse formulated by“converted”Japanese Marx-
ists that viewe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as an emancipatory anti － feudal enterprise．

On the Ｒelationship among the Governments，Gentries and Common People in Local Societies be-
fore，during and after the Anti － Japanese War———from the Orphanage in Fenghua

CHENG Meng － xi
In Chinese society，the operation of charity career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net-
work． The government，gentries ( social elites) ，and common people played different roles before and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Seeing from the whole，though the donation from local elites and common
people were quite important for the surviving of the Orphanage，the Orphanage could pull through many
crises thanks to the timely money or food from the government．

Fate of Labor － capital Ｒelationship of New Democracy———Change of Shanghai before and after
the Five － anti Campaigns HUO Xin － bin
After New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the labor － capital relations became tense due to the complicated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worldly different political positions between workers and capitalists． The
Five － anti campaigns led to the deterioration and imbalance of labor － capital relationship． From all these
facts we could see that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capitalists as well a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lat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during the country’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Animal Diplomacy of New China with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LIU Xiao － chen
The promotion of animal diplomacy of New China was influenced by Soviet Union，and the two countries
had frequent animal exchange activities during the honeymoon period． However，the pandas and other
rare animals given by China to North Korea was superior in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than to other coun-
tries． Such kind of diplomacy was highly political． To some extent，animal diplomacy can be regard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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